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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周令钊：为新中国设计“国家形象”的人

本报记者强晓玲、魏梦佳

“在我的而立之年，我们为之奋斗十余年的新中国诞生
了。从参与成立建设，到见证祖国成长强大，风风雨雨 70 年。
如今，我已经 100周岁了，唯愿我们的祖国明天更美好，我们
的人民文明、健康、幸福。”

说此话时，周令钊与朋友们的小型画展五一期间正在北
京展出。是庆生，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更是一名百岁老
人献给祖国 70周年华诞的生日贺礼。
周令钊是谁？
当代著名艺术家韩美林曾为他深情一跪，著名画家黄永

玉对他更是佩服有加。
“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从不张扬。

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
了。”黄永玉说。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戴八角帽的主席画像，国
徽、共青团旗、少先队星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甚
至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满天星”穹顶……这些，都是他亲自
绘画、设计或参与的作品。

而这，也只是他从艺 80 多年众多作品中的“冰山一角”。
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大型历史
油画《五四运动》、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油画《韶山》，
记录反映新中国不同时代气息的各种招贴画、邮票、徽章，以
及一些现在还随处可见的已深入普通百姓生活的各种标
识……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这样评价，“他用崭新的视觉形
象‘设计’了崭新的国家形象，使国家意志视觉化，反映了人民
当家做主的精神风貌。”

他，是资深的革命者。从 1937 年投身湖南抗敌画会，到
1938 年进入国共二次合作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
再到 1942 年加入抗敌演剧队，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跟随
田汉等一大批艺术名家并肩战斗，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及缅
甸等战地。他还把十多个弟弟妹妹带上抗日战场，送进孩子剧
团等宣传抗日。

他，是新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重要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
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版画系、壁画系教授，为
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一生经典作品无数，但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作画的
人。“绘画，是我一生的爱好与追求，我愿意把最美的画作留在
公众的视野里。”

如今，期颐之年，忆百年过往，仍然最怕听到别人称他“艺
术家”，“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作品而骄傲，我只是完成了一
个又一个工作。有机会为国家做设计，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大
家都说好，我就会更开心。”

他，是被誉为新中国“国家形象设计师”，见证了新中国
70 年发展历程的百岁老人周令钊。

“画了多少，别人不说我们不知道”

北京五环外一个普通又僻静的住宅小区里，周令钊的家
就坐落其中。

餐桌边微笑、打招呼的周老面色红润，慈祥安静。缓缓挪
步，上下台阶，周老在一张中式木椅上坐下，“我身体没有问
题，就是记性不太好了，过去的事情记不得了。”

打开《周令钊作品集》，看着一页页熟悉的徽章设计、绘画
作品，随着记者的感叹，一旁的周老默默地微笑。

“业内很多人都不知道父亲为国家到底做了多少事情，包
括我自己。”这些年，周容为父亲周令钊的画册、展览、资料整
理做了许多幕后工作，惊奇惊喜中，让周容一次次重新认知父
亲。

一次，当听说韩美林在清华美院给学生做讲座谈到“满天
星”创意时，周容这才知道，人民大会堂穹顶灯光“满天星”的
设计构思竟也是出自父亲。

韩美林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这段历史。
那是 1958 年，北京十大建筑正处在紧张建设当中。当时

正在民族文化宫建设工地参与美术设计工作的周令钊接到通
知，让迅速到中南海参加重要会议。受制于当时交通条件，参
会人员迟迟没有到齐。等待中，按时抵达的周令钊便主动向周
总理询问，得知原来是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穹顶吊灯设计安
装遇到了难题。

之前在政协礼堂施工中，吊灯因承重问题坠落，造成几十
个座椅损坏。而号称“万人大礼堂”的人民大会堂主会场，高度
和纵深都比政协礼堂大得多，“按照比例，建筑承重怎么解
决？”周总理说。

周令钊有个习惯，随时随地笔不离手画速写。听了总理
介绍，他说，“这个容易，满天星，满天星嘛……”随手用铅笔
在稿纸上画出了众星环绕“五角星”的“满天星”设计草图。周
总理接过草图，连说，“好！就是它了！告诉大家别来了，散
会！”

“这正是今天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穹顶‘满天星’的雏形。”听
着女儿周容的转述，一直表示自己记性不好的周老笑了，摊开
双手又合上，仿佛把一张草图揣进兜里，绘声绘色道，“总理说
是‘诸葛亮会’，他看了草图说，‘好了，就这样吧’。”随后，周老又
不忘补充道，“只是一个创意、一个草图，后来都是大家深入设
计制作的嘛。”

韩美林在文章中写道，“按照周先生的方法，不但突出了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理念，而且在建筑结构上

易于实现，美观简洁、突出主题，令人拍案叫绝。随后创意交由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奚小彭老师完成。我目睹了方案的诞生，对
周先生的才华钦佩不已。”

周容说，父亲到底设计创作过多少艺术作品，他自己没有
概念，也从来没有统计过，“以至于只有再见才能想起”。

“喏，那个标识是我设计的。”一次在长沙街头，周令钊指
着临街商铺上大大的“中茶”标识告诉女儿。

“我当时一惊。”作为清华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的教
授，周容曾多次拿着这个标识作为经典案例讲给学生，但她却
不知道这构思巧妙的著名标识竟出自父亲之手。

这种惊奇，在周容那时有发生，更别提其他业内人士。
“一直以为我对周先生有 80% — 90% 的了解，但现在

看来连 10% 都没有。”之前周容整理出周令钊部分作品图录
给一位业内人士看，他颇“意外”地感慨，“本以为我是了解周
先生和他的艺术的，但看过周令钊部分作品图录，这其中，
90% 以上的作品，我，也许和更多的美术界同行一样，都不
曾见过。”

2011 年，“周令钊艺术展”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周
令钊笑言“我才 92 岁，来日方长”，引得展览现场一片掌声与
欢笑。

的确，那一年，他与当时 84 岁的夫人陈若菊完成了创作
4 年之久的水墨长卷《汨水平江永流芳》、大型丙烯壁画《长
沙——— 湘江北去橘子洲头》，2013 年又一起完成了北京地铁
6 号线朝阳门站陶瓷浮雕壁画《京东粮道》《凤舞朝阳》的设
计。

2017 年，98 岁的周令钊应邀设计了“戊戌狗年”特种邮
票，创造了中国邮票史上近百岁艺术家创作邮票的奇迹。

在周令钊的画案上，正在着色的 3 米长卷《桃源春色》是
之前作品《沅江春暖》的其中部分，周容说，“这是为湖南常德
的一个大型彩色陶瓷壁画制作的色彩效果图。”

“山那边的好地方”

翻开画案上的另一幅长卷《汨水平江永流芳》，周令钊小
心翼翼地查看着画中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以及弯弯绕绕的
母亲河——— 汨罗江。手指水岸边一片开阔的田野，周老默默念
道，“这是我的老家，爽口镇。”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两天，周令钊出生于湖南平江
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母亲郑家一毕业于长沙周南女
校师范班，是徐特立的学生、杨开慧的同学，画水彩、绣样、并
喜作诗，曾在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任图画教员。

受母亲影响，周令钊从小就喜欢画画，在长沙读小学时，
他被校门口的马克思、恩格斯肖像所吸引，在研究一根根“卷
曲大胡子”的画法时，也被进步的革命气氛感召。

13 岁进入长沙华中美专，期间参与国货公司广告设计，
贴补家用。毕业于湖北武昌艺专后，周令钊又在上海华东美术
印刷传习所学习修版、制版等，专科学习和大量的社会实践为
年轻的周令钊在实用美术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 年，在同学的带领下，周令钊进入国共合作时期
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当时的“第三厅”大
师云集，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等都曾在此供职。那年 9 月，
周令钊参与了全国首幅巨型抗战作品黄鹤楼壁画《全民抗
战》。

也是在那时，美术科隔三差五便会“少了几个人”，周令钊
一打听，说去了“山那边的好地方”。

他心里清楚，那是陕北小城，一个当时无数知识青年向往
的革命圣地。

一天，当听说冼星海也要“去北边”时，周令钊坐不住了，
请求他带上自己。冼星海告诉周令钊，“去找田汉批‘路条’，到
‘八办’换‘通行证’，才能买票。”

那个夜晚，周令钊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有找到田
汉，而第二天是最后的通车日。这个“遗憾”直到新中国成立
后，1953 年周令钊在创作第二套人民币时，跟随印钞厂去延
安宝塔山采集设计素材时才得以释怀。

自 1937 年起，随着战事逼近，周令钊像每一个热血的中
国男儿一样，将身心融入文化抗战的洪流。他在长沙参加抗敌
画会；为焦菊隐导演的进步剧目画海报、设计舞美；参与由范
长江任领队的“南路前线工作队”采访慰问；加入叶浅予、张乐
平的“漫画宣传队”，他作舞美和广告设计，作抗日宣传画、作
替补演员，到滇缅慰问中国远征军……

在那个纷繁战乱的年代，构思快、动作快的“快手周”周令
钊，以笔代枪，为当时中国实用美术设计与创作在抗战期间留

下闪光一页。
1945 年抗战胜利，从缅北战场归来，周令钊更加坚信，

“‘山那边的好地方’是中国的希望。”
1947 年夏，在武汉演剧六队的周令钊听说“有人去北

平”，他决定北上，“至少北平是‘近而方便’的所在”。
同行者转道上海，周令钊便去看望在此的田汉。在老领

导的劝说下，周令钊决定留在更需要他的“有进步背景”的上
海育才学校任教。直到第二年 8 月，老战友冯法祀带来北平
国立艺专校长徐悲鸿的聘书，经过妥善安排，周令钊抵达北
平。

北平和平解放期间，在北平国立艺专地下党组织领导下，
周令钊与其他艺术家们积极参与创作了大量庆祝革命胜利的
宣传品。一天，在国会街后来的新华社绘制毛主席画像时，当
听说画像将悬挂在卡车上迎接入城解放军时，周令钊兴奋极
了，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山那边的好地方”。

开国大典前夜还在赶制毛主席画像

1949 年 9 月，开国大典筹备处把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
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国立北平艺专。“学校决定由你来画。”艺专
党委书记江丰找到周令钊，因为之前他已多次在重要会议会
场布置中绘制过毛主席画像。

接到任务，距离开国大典也只有 20 多天的时间。周令钊
不敢怠慢，带着新婚妻子——— 他在央美实用美术系的第一届
学生陈若菊，登上了搭建在天安门城楼上东墙根的大型脚手
画架。而就在两个月前，这对新人刚刚在徐悲鸿作为证婚人的
婚礼上接受了大家的祝福。

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城楼安静庄严，天蒙蒙亮，执勤的小
战士就能看到两个瘦小的年轻人背着画具，带着干粮水壶出
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打格、放大、调色、绘画、调整，攀上爬下、
远观近改，饿了啃一口凉馒头、渴了喝一口热开水，两颗年轻
的心随着新中国的即将成立而热血沸腾，“大家都很兴奋，非
常愿意为一个新的中国去做事情。”周令钊曾多次提及这段往
事。

“像，非常相像！”画像绘制接近尾声时，聂荣臻元帅亲临
现场，他的话让周令钊吃了定心丸。画像原片是新华社摄影师
郑景康在延安时期给毛主席拍摄的，“主席的风纪扣开着，显
得很洒脱。”聂帅观后觉得“还是系上好”。

画像完美收工，已是开国大典前夜，回到住所还未休息，
天安门便又来人。因为周总理觉得挂妥的画像下面，一行“为
人民服务”的字样远看又小又花，很不协调，提议“马上改”。

天安门城楼中间门洞约 8 米高，主席的画像就悬挂在上
面。在由三个直梯绑成的长梯上，周令钊一手拿照片、调色板，
一手握画笔，再一次爬到了聚光灯下的巨幅画像前。

梯子挪动十几次，上上下下几十次，满意收工天已大亮，
此时距开国大典只剩几个小时。

天安门广场东侧、今天的国家博物馆附近，一夜未眠的周
令钊与美院师生们守候开国大典的激动时刻。

“像，真像！”“那是一种胜利的微笑！”听着身边师生同仁
们的赞叹和祝贺，周令钊放心了，“我和若菊完成了我们人生
中一个伟大的重要的工作！”

那一年，周令钊 30 岁。
2008 年周令钊绘制了彩墨画《回忆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

绘制现场》，生动地记录了那一历史时刻。“把当时的情景画下
来，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从团旗、星星火炬，到国徽、人民币设计

“同意此式。毛泽东，4 月 28 日。”
“同意这个，但须将金黄色圆圈及五角星放下点，置于红

旗四分之一的中间。周恩来。”
“这个好，刘。”
坐在画案前，翻阅着面前的资料书，周令钊在“团旗”彩页

图片前停留下来，用他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道，“刘，就是
刘少奇。”“‘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是娄霜写上去的。”说完，老人
又默默地笑了。

1949 年 4 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召开。受命布置会场时，周令钊结识
了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美术编辑娄霜。一天，娄霜找到周令
钊，请他帮忙设计一稿“共青团团旗”。

“全国各族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刚听完娄霜关
于团旗理念的介绍，“一颗被一个圆圈环绕的五角星”就出现

在周令钊的稿纸上。
没等解释，娄霜已经兴奋地叫好，“简洁明了，太贴切了。”就

这样，5分钟不到，一面鲜艳的“团旗”诞生了。
其后，“星星火炬”，一代代中国人铭记的少先队队旗也随之

在周令钊参与下诞生。
1950 年，周令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成员和张仃、张光

宇，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小组共同完成了国家形象中
最重要的徽标——— 国徽的设计工作。“国徽的设计是一个集体创
作。”周令钊说，自己当时提出“将一颗星改为五颗星，与国旗一
致”的建议被采纳。

“五颗星给天安门赋予了新含义。天安门是开国大典上毛主
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是新中国
国家标志性建筑，又曾是旧时代皇城的建筑，在天安门上空升
起新中国国旗的五颗星，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新中国国徽中的
最基本的图形组合。”周容说父亲不止一次跟她交流过国徽上五
星设计的深层意义。

参与国徽设计对于周令钊来说最值得高兴的是，他和武昌
艺专时的老师高庄先生同时参与这个重要的工作。“我参与了国
徽的平面设计，高庄先生担当了国徽的最终浮雕成型，我们师
生二人都为新中国国徽设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 1950 年起，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年轻的周令钊承担
了许多重要的国家任务，更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

翻开《周令钊作品集》，油画、丙烯画、水粉水彩、国画、壁
画、招贴、插图、漫画、徽标……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艺术表现
形式，承载着新中国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反映出不同时期社
会大发展的生动气息，今天看来非常亲切。

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的总
体设计工作。

“人民币第一套是在原晋察冀边区银行设计发行的，第
二、三、四套是我直接参与设计的。”周令钊之前多次回忆，
“1950 年，时任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的罗工柳接到设计第二套
人民币的任务，于是就找到我来做总体设计。”再后来，妻子陈
若菊、著名画家侯一民与夫人邓澍等也陆续加入到了创作队
伍之中。

最怕别人称他“艺术家”

“有哪一位艺术家有如他那样，涉猎了难以想象的广泛而多
样的领域，完成难以数计的或为重大或为平凡的艺术项目的创
造，却都能达到至精至善。凭在战争年代，在实际工作中，在神
不知鬼不觉间完成了他智慧和功力的积累与冶炼，成就了一代
大才。”著名画家侯一民对周令钊的评价更多来自对其艺术人生
的敬仰。

的确，除了众多的实用美术设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周令钊
创作的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主笔设计的大型壁画《世界
人民大团结》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和展览；他的油画作品《韶
山》收藏于全国政协礼堂。

自 1938 年 19 岁的周令钊参与黄鹤楼大型壁画《全民抗
战》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周令钊和夫人陈若菊在全国各
地创造了众多壁画作品，他的壁画生涯至今 81 年。

有人评价曾担任过中国水粉画协会会长的周令钊，“在水粉
画领域，周令钊几乎是登峰造极的一位大师。”对于丙烯画、彩墨
画，周令钊也颇有心得，更是创造了不少优秀作品。

一度火爆的艺术品市场也曾让不少人找上门来，“父母不愿
意介入，他们不想让原本平静的生活变得不再单纯。”周容说，
2011 年，父亲将 1940 年至 2008 年自己的 80 余幅画作捐赠给
中国美术馆。

曾经一幅或几幅作品名扬天下的大家比比皆是，如雷贯
耳，然给予国家，给予民族众多“形象设计”的周令钊却始终选择
默默无声。

“他就是那么朴实、厚道、谦和的人。我以为，一位真正的人
民艺术家，一定是位老实人。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不图名、不图
利、不取巧，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一生信奉艺术为人民服务。”黄
永玉对老朋友的评价发自内心。

采访中，百岁周令钊仍然最怕被称“艺术家”，“我只是教员，
是老师，家不家的，那都是人家说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也不
敢当。”

“这辈子，我要做一个像周令钊先生这样的人。”作为学
生，韩美林说这是当年一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最朴素的想
法，也正是这个想法，让他在日后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时
能够坚持、再坚持。他说，“先生的才华，先生的品格，值得我
跪。”

“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从不张

扬。如果换成有的人，参与其中任何一

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了”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戴

八角帽的主席画像，国徽、共青团旗、

少先队星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

人民币，甚至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满

天星”穹顶……这些，都是他亲自绘

画、设计或参与的作品

▲ 2 月 14 日，周令钊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张晨霖摄 ▲ 1949 年，周令钊与夫人陈若菊合作的《开国大典天安门毛主席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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